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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现代中国“小说”的语义转换 

吕仕伟 

【摘 要】：鲁迅是现代中国“小说”语义经验转换的参与者。鲁迅确认了中国古今小说可观风俗的稗史价值，

以小说文类传递现世慰藉，是小说之为“小道”观念的改造者；鲁迅持续揭底古今小说的文人帮闲伦理，寄寓小说

以发见平民社会本相的文体期许，是小说之为“文学”思潮的清理者；鲁迅饱受中国小说消闲影射批评的困扰，以

己身的有闲致力于诚正的小说实践活动，是小说之为“闲书”认知的突围者。传统小说认知在鲁迅的文化实践中发

生正向思想转换，对鲁迅的小说话语进行学理梳理，不仅有益于发现鲁迅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多维的小说学贡

献，更可理清现代中国“小说”的古今语义转换。 

【关键词】：鲁迅小说 小道观念 闲书认知 语义转换 

近年来，学界在中国“小说”概念的古代语义演变、中西经验对接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1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小说”

语义变化亦有其文化主体性、社会历史性，“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的古今语义转换亦值得重视。现代中国“小说”有

其多维的复杂认知形态。如在文化地位上，小说依然延续着传统“残存小语”“稗官野史”等卑下的“小道”历史语义；(2)而在

大众的固有认知中，小说被普遍认作是传统文人报私仇、发私见的影射文字，是庸俗、消闲的“闲书”;(3)而在一部分现代知识

精英的文化诉求中，小说被要求成为“文学之正宗”,古今小说纷纷被“抬入文苑”。(4)以此，传统小说认知在现代作家的文化

实践中获得怎样的现代语义经验转换，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鲁迅是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观察者，更是此中小说语义经验转

换的参与者。对鲁迅的小说话语进行学理梳理，不仅有益于发现鲁迅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多维度的小说学贡献，更可理清

现代中国“小说”的古今语义转换。 

一、小道与小说：从稗史理性到现世慰藉 

周作人曾评价鲁迅：“对于正宗的诗文说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走的乃是旁门。”(5)可以说，区别于诗言志、文以载

道的文类价值追求，鲁迅的“旁门”取径正在于小说。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作为“小道”之小说的传统语义经验在鲁迅的

话语中也并未脱落，在不断的思想反省、文化实践中，鲁迅确立了中国古今小说的现代价值。 

第一，从历史语义上来看，小说是稗史，源于史而又异于史。鲁迅以其多维的小说话语确认了古今小说可观风俗的社会功

能，中外短篇小说尤其成为鲁迅发现、速记社会时事真相的“史余”镜鉴。 

一方面，“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王

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6)作为学者的鲁迅对古代稗史小说“可观风俗”的社会功能是异常清楚的。另一方面，

鲁迅的现代小说话语也显现出以小说观社会风俗、以短篇小说作稗史镜鉴的思想维度。鲁迅在谈到《孔乙己》作法时说：“这

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7)鲁迅

以短篇小说对现代中国社会风俗境况进行见证摹写，小说的朴素历史本质与风俗观照功能在此可见一二。在鲁迅的小说编辑出

版理念中，往往又将小说的图文设计与古史的记言记事联系在一起。在谈到小说连环画及《死魂灵百图》时，即认为此图画“可

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8)在鲁迅的小说翻译观念中也闪烁着小说之

为稗史的观念意见。在译介国外短篇小说时鲁迅即表示：“我译这篇的本意，既非恐怕自己没落，也非鼓吹别人革命，不过给

读者看看那时那地的情形，算是一种一时的稗史。”(9)鲁迅反复言称自己小说与艺术的距离，以短篇速写观社会风俗、以稗史作

时事镜鉴的思想旨归在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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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政治诉求上来看，小说虽出于史，但又表现出异于史的在野政治面目。鲁迅往往以游勇的个人姿态表达对官方“读

经”意识形态的拒斥，将野史杂说等中国传统小说作为揭底民族历史真相的文化武器，稗史小说成为鲁迅在野立场的政治表达

形式。 

就政治社会语境来看，二十世纪初期复辟、复古声调此起彼伏，“读经”倡导是复古政策的文化宣传形式。自1905 年《奏

定学堂章程》小学堂有读经一科引起讨论以来，及至 1925 年教育总长章士钊再次主张“读经”,黎锦熙、刘炳藜等人进行关于

“读经”教育原理的辩论，读经讨论又起。但诚如鲁迅所说，“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

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10)。“读经”不仅是文白之争的延续，更是“在官言官”

的上层意识形态构建，(11)鲁迅、吴稚辉等人揭底了“读经”倡导背后的反对白话意图，洞穿了以“救国”为名的愚民目的。鲁

迅尤其以其“读过十三经”的经验，作《十四年的“读经”》《评心雕龙》《这个和那个》等时评杂文，认为“读经”是“阔人”

们将人们看作笨牛，是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道明了“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等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专制传统。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读经”的拒绝姿态中，区别于 1925 年前半年“青年必读书”论争的“不读中国书”建议，面对“读

经”政策，鲁迅在《这个和那个》中公开号召读野史杂说。野史杂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别，是区别于庙堂经史文化的在

野思想形态呈现。在鲁迅看来：“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

样地装腔作势。”(12)鲁迅指责正史经传的意识形态服务功能，批评其掩盖真实历史的政治服务性质；鲁迅希求民众从野史杂说

中获得人生本相，寄予了野史杂说以启蒙潜能；鲁迅通过阅读宋明野史对民族处境作出危机体认，对国家时局作出历史理性的

知识结构性理解。可见，野史杂说阅读立场不仅是鲁迅解放病态历史、进行现代疗救的教育寄寓，也成为鲁迅文化理性、政治

理性的表达。 

第三，区别于立言传世、以将来之名规训现世的传统写作形式，鲁迅小说保持着对现实时间的关注，打破了传统写作对道

德因果关系的依赖，小说创作尤其成为鲁迅实现现世人道主义的安慰和希冀，“小道”之“致远恐泥”价值在鲁迅那里发生了

正向转换。 

一方面，小说之“小”的文化经验在鲁迅那里转化为一种个人立场。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一文中对小说之“小”的性质

有所说明，认为小说“作者本不是为了立言或不朽才著述的。因而所述的异闻奇事也就只注重在事情的性质和意义，而不注重

在文辞结构或人物；这本是街谈巷语的东西，所以叫做‘小说’;是和成一家言的大人先生之说不同的”(13)。正是在此种意义上，

鲁迅尤其拒绝成为立言的“大人先生”。鲁迅认为自己“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

发起一种什么运动”(14),鲁迅反对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教坏青年，(15)鲁迅在谈到《阿 Q正传》时尤其强调自己不是一个

“立言”的人，说自己做的是“速朽的文章”。
(16)

鲁迅以“正传”作小说，在对不朽传统的怀疑中达成对小说文体的认同，对

“文体卑下”、“引车卖浆者流”的小说作出了民间价值体认，以“速朽”彰显了小说的时效文体价值。鲁迅反对自己的小说

成为训诫他人的“大道”,流露出对小说之“小道”价值的认可。 

另一方面，经史书写乃至于传统文人小说书写往往以道德循环观念吞没日常时间意识，以使人们作出面对永恒的准备。鲁

迅小说以其对现世时间的关注，以文学的虚构功能传递出当下时事的情感慰藉。与“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

或者“专讲梦，专讲将来的社会”的文艺不同，(17)鲁迅曾借着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话语感叹道：“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

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只要现在的梦。”(18)基于为人生、为当下的启蒙诉

求，鲁迅在小说文类上寄予了现世好梦的希冀，尤其在《呐喊》中用了希望的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

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在文化经验上，中国小说有着“致远恐泥”的价值取向，在不朽道德

未来与现世人生好梦的抉择中，鲁迅以其旁门的文类取径传递出对“致远恐泥”价值的现代确认。总的来说，在西方小说观念

的作用下，鲁迅以小说文类的虚构合法性保留了对现实的重塑能力，以小说文类的虚构手段缓和了革命现实存在的残酷暴力；

以文学的审美功能净化恐惧，以虚构的微末希望慰藉苦痛，鲁迅真正以小说文类“致远恐泥”的现世价值给来者带来了“极微

末的欢喜”。小说之“小道”在鲁迅那里内含着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关怀，“致远恐泥”的中国小说在鲁迅手中发生了文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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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思想转换。 

二、文学与小说：从帮闲伎俩到平民文体 

实际上，从梁启超提倡“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9),小说更多表现为“改良群治”

的工具，即便梁启超本人依然是重诗文而轻小说。虽有小说是文学最上乘之说，但小说的“文学”价值倒是其次乃至于近乎微

末的。小说与“文学”发生明显的话语联系是在“文学革命”期间。如陈独秀言：“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

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绝无进步之可言。”(20)胡适尤其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言道：“今人尤

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21)陈独秀、胡适意图将小说纳入正统“文学”,小

说之为“文学”在“文学革命”期间发生了语义的快速建构。 

但以鲁迅的小说观念来看，身为“文学革命”的大将，在促成小说成为“文学”这一环节却是疏离者。鲁迅坦言“在中国，

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坦陈自己“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22)尤其辩解“有人说我是

‘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的”(23),“不想充‘文学家’”(24),“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

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鲁迅表露着“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的怀疑态度。
(25)

但同时，鲁迅也看到，“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

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26),且“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⑧,鲁迅未曾料到“文学革命”

能取得如此实绩，未曾预料到自己“听命”下的小说创作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语义经验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古老文化

传统和新兴文化思潮的裂变，在小说之为“文学”的语义发生过程中，尤其充满社会新思潮带来的文化张力。此中，对小说之

为“文学”保持疏离的鲁迅也以小说史学者、小说家、小说文化批评家身份“侵入文坛”,小说内涵的民族劣根性与启蒙价值被

鲁迅开掘出来。 

其一，在小说语义转型中，鲁迅持续揭底传统小说固有的文人弊病，对小说之为“文学”的“帮闲”性质作出批判，以己

身的学术研究与社会观察对古今小说的文人性、文学性弊病进行了清理。 

具体来看，鲁迅对《游仙窟》等佻巧的文章并不看好，认为《蟫史》等小说“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镜花缘》

等雍乾以来小说“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不能自已，则博识多通害之”,《野叟曝言》“衒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

容，则为抱负”,显露了理学家的心理，(27)尤其在评论小说批评家金圣叹时，认为小说“经他一批，原作的实诚之处，往往化为

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做法上”(28)。“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29),在鲁迅的学术探究中，真

正的小说既不在于炫学也不在于教训。 

古之小说如此，而现代小说之为“文学”,离不开西学产物“文学概论”的建构。诚如鲁迅所言，“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

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列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30),“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

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31)。而借着“文学”

之名，小说地位提高之后，其狡狯、诈伪性更甚。在鲁迅的社会文化观察中：“近十年来，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

支票了，好名渔利之徒，就也有些要从这里下手。而且确也很有几个成功：开店铺者有之，造洋房者有之……陷害了敌人或者

连并无干系的人，来提高他自己的‘文学上的价值’。”(32)在现代商业刺激之下，鲁迅看到，“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情之

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
(33)
鲁迅观察到的是，在现代印刷经济勃兴的民

国社会，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业”③,文人借着小说之为“文学”的名义，“帮闲”特性愈发

显露。 

其二，在中西文化经验对接过程中，鲁迅洞穿了“文学概论”兴起的文学商业化伎俩，以持续的社会批判匡正现代小说的

发生秩序。鲁迅在小说市人本位立场中找到了民族新生的价值旨归，在小说中寄寓了工农思想解放的文体期许。 



 

 4 

鲁迅深受“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启蒙工具论的影响，对小说的文学性、理论性较少作探讨，如认为自己的小说结集“不

过蒙着小说的名”(34),以“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35)。尽管鲁迅“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

话”
(36)

,又不得不面对社会流行的小说创作说法。面对长篇小说创作的社会批评话语，鲁迅表态道：“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

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

创作的呢?”(37)对“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话语，鲁迅也不以为然：“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38)

鲁迅对所谓“作者案照他在社会上有存在之可能，凭空造出”的“典型人物”论尤为不满，论其为“呓语”。(39)应该说，鲁迅

的小说视野从来不是小说的文学性本身，特别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鲁迅往往将诸种文学创作理论作了社会经济层

面的理解。在鲁迅看来，“文学概论”尤其成为“文学家”的商人伎俩，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做法”、“小说法程”之类，

是专掏有志于创作的青年腰包的。(40)在鲁迅视野中，“文学概论”“小说做法”轮番上场，是浪费笔墨编纂事实。小说家化身

理论家，读者与作者的文学消费互动不仅加剧着小说的滥造，以文学概论为商品的文学消费更加剧了“文学”概念的“名利”

语义。 

更进一步来看，鲁迅反对文人、文学家对小说的采录和润色，意图通过小说文类的本真民间立场呈现社会的本来面目。对

于“文人”,鲁迅曾言：“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41)而对于“文学”,鲁迅表示：“文

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
(42)
在鲁迅的理解中，小说

需要正直地叙述与现实的关系，鲁迅对小说文人性的批判呈现了己身平民阶级取向的文学追求。诚如鲁迅所说，“中国底小说

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

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13)。

为了不使文艺与大众隔离，鲁迅把己身的文学追求放置在中国小说文类固有的市人语义层面，小说文类内在的市人语义成为鲁

迅的“文学”抉择，平民阶级文学、工农思想解放成为鲁迅为现代“文学”发展指明的方向。 

三、闲书与小说：从消闲影射到有闲启蒙 

诚如鲁迅看到的，“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43),“闲书”概念对于认识二十世纪初期小说的社会语义尤其重要。

从文化源流来看，古代小说的起源在于民间的口头创作，源于先民们平时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辞，闲话是小说的早期发生

形态。从文化功用层面来看，“闲书”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消遣之用的，(44)小说往往“无关大体”,能够“得遣闲时”。(45)

可以说，小说被认作“闲书”意味着这样的文化事实：“中国国人到了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只晓得天下有一种‘闲书’,

看的人可以拿他消闲、做的人可以发挥自已意见、讲大话、报私怨、叹今不如古、胡说一番。”(46)以此，阅读小说被认作是遣

兴娱乐的“看闲书”,创作小说被认作是文人报私仇、发私见的“做闲书”。作为现代小说语义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尽管鲁迅“深

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
(47)
,但因其“为人生”的启蒙诉求，鲁迅也在有意无意间实现了小说之为“闲书”的文化语义再

造。 

第一，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小说翻译是对“闲书”小说的“反围剿”,鲁迅在多方面致力于为中国小说文类增添关涉“人

生”的思想语义。 

诚如周作人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做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

问题大底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周作人强调，“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但其先须说明小说的意义，方

才免得误会被一般人拉去，归入子部杂家或并入精忠岳传一类闲书”。
(48)
而鲁迅正是从中国小说史研究、外国小说译介两方面

入手，持续对中国“闲书”之“闲”作着价值评估，对小说的“闲书”性质作着切实的语义改造。 

其一，作为中国市人文化观察者，鲁迅颇爱看“闲书”:“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

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的

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
(49)
其二，鲁迅对中国民族性的观察探讨亦多源自野史杂说等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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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闲书”。鲁迅曾感叹：“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50)正是因此，鲁迅会看到

旧小说家“豪语的折扣”,能够从《九尾龟》中约略看出中国流氓的样子，观察《迦茵小传》“只译半部”的译介状况，得出民

国社会对婚姻的见解。其三，鲁迅视中国旧有的“闲书”小说为“反围剿”对象。在鲁迅看来，“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

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⑨。作为小说实绩者，鲁迅以小说家、翻译家身份侵入文坛，以“叫喊和反

抗”主题的东欧文学，特别是以俄国文学为思想资源，在对“作为闲书的小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等三标新旧的大军的反围剿

中，“为人生”的小说在思想革命的进程中逐步得到正名以至于兴盛。可以说，为“闲书”作史，以“闲书”观中国社会，鲁

迅以“闲书”为文化资源，实现了对中国旧小说的认知理性、价值理性追认，在与“旧式军马”的文化竞争中，小说文类增添

了“为人生”的思想启蒙语义。 

第二，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射性有着深入的了解，其小说创作亦被“文坛消息家”“批评家”视为讽刺影射的“闲

书”。饱受小说私怨影射认知困扰的鲁迅持续在这样的小说批评观念中突围。 

“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51)鲁迅在其小说史研究中便注意到“假小说以排陷人”的文化现象，发现了

作影射、发私怨是中国小说的固有观念。例如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周秦行纪》等便含有“假小说以攻击人的风气”(52),而

“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来报夙仇的”
③
,诸如《金瓶梅》等明人世情小说，在鲁迅的研究中也是报私

仇的产物。而近现代以来，鲁迅观察到，不仅有“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53),更多有滥竽充数的“谣言文学”(54)。而从对

鲁迅小说的接受来看，在《申报》的评论文章中，就有“鲁迅的书，从前是学生们的消闲书”的话语，(55)鲁迅小说也很大程度

上被当做“闲书”。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小说文化批评揭示出，无论是传奇作意、世情言说，乃至于谴责谩骂，在中国文化传

统中，小说的虚构性从来不是小说性质的主要方面，“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是中国社会对小说的固有认知。 

同时，作为小说作者，鲁迅一直以来经受着文坛消息家、批评家来回的“侦查”,以《阿 Q正传》、《故事新编》为代表的诸

多小说持续被批评家看作是发私怨、作讽刺的人物影射。鲁迅对这样的评论尤其在意，所作多篇小说创作谈便意在匡正那些关

于小说的闲话。在鲁迅看来，事件一旦“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一些分明是事实的事

件，皆被认作讽刺，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被蒙上了“讽刺家”的头衔。(56)可见，正是出于小说创作是“做闲书”“报

私仇”的观念，无论是否具有讽刺目的，事实一旦通过小说文类表达出来，小说家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讽刺家”。“小说里面，

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若没有，就不成为小说。”(57)鲁迅反复强调自己的创作不是为了骂谁，(58)持续为社会

上“知其然”的文学批评提供自己创作时真正的“所以然”,一次又一次地在书信或杂文中对小说观念积习作出辨认反思，一次

又一次地以小说虚构观回应影射报仇观。在启蒙意图与私怨影射的观念交锋中，显现了现代小说认知转义的艰难。 

第三，作为小说出版者，深恶称小说为“闲书”的鲁迅又不得不与作为社会意识、阅读功能的“闲书”和解。在对己身“有

闲”的自我嘲讽与确认中，鲁迅以真切的小说出版践行着启蒙改良旨归，有意无意进行着对“闲书”的语义改造。 

鲁迅曾在《〈竖琴〉前记》中说到过中国的“闲书”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发生着“合流”。(59)又诚如周作人所言，“欧

洲文学的小说与中国闲书的小说，根本全不相同，译了进来原希望可以纠正若干旧来的谬想。岂知反被旧思想同化了去，所以

译了迦茵小传，当泰西非烟传红楼梦看，译了鬼山狼侠传，当西虬髯客传、七侠五义看；又将查白士书店编给小孩作文练习用

的短篇故事译成了诗人解颐语，当作泰西聊斋看”(60),小说之为“闲书”,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文化意识。 

阅读是一种无可非议的消遣，“消闲”是小说的固有功能。即如郁达夫所言，“中国一向就把看书当做消闲的动作，故而

对那些小说笔记之类的册籍，统叫做闲书，说他们的无关大体，得遣闲时，我以为这一个称呼，实在是最简洁适当也没有的了”(61)。

尽管鲁迅对“闲书”颇有意见，但他实际也观察到“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62)。鲁迅

尤其注意到“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不过比

起整天做活的人们来，他们也还是较有闲暇的。”(63)站在小说阅读、小说消费、小说大众传播的立场上，小说是“闲书”,这是

作为小说文化生产者的鲁迅所不能改变也不能忽略的事实。但在现代小说文化兴起的过程中，鲁迅观察到：“小说的地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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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64)产业化的小说生产模式受制于文学商业化，在拓展文学

文本接纳范围的同时，小说自身的审美价值也遭受损失，一大批滥造的小说样式被纳入到文学场域中。 

不能忘却成仿吾“三个有闲”的指责，在对己身“三闲”的自嘲与确认中，鲁迅 1931年创办三闲书屋。鲁迅以切实的小说

出版实践投入到小说文化市场竞争中。诚如鲁迅对三闲书屋出品的《毁灭》《铁流》等小说的评介所言：“虽然粗制，但并非滥

造，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65)以“三闲”为名的“三闲书

屋”是鲁迅对“闲书”的文化突围：“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

来认真绍介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66)尤其在“民族英雄”肖像被

印刷出卖、小兵们的血和伤痕被人糟蹋的抗战时期，在对《大上海的毁灭》这样很有几句“警句”的“闲书”的指摘与拒斥中，
(67)
鲁迅积极从事战争救亡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以自己的“三闲”实现对滥造“闲书”的文化突围。 

注释： 

1关于中国“小说”概念古代语义演变、中西经验对接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谭帆、王庆华:《“小说”考》,《文学评

论》2011 年第 6期;宋莉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文学评论》2020 年第 1期。 

2参见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203 页。 

3参见仲密:《论“黑幕”》,《新青年》1917年第 2卷第 6号。 

4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 年第 2卷第 5号。 

5周作人:《鲁迅读古书》,《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3 页。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10 页。 

7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 1卷,第 461页。 

8鲁迅:《〈死魂灵百图〉小引》,《鲁迅全集》第 6卷,第 461页。 

9鲁迅:《〈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 10卷,第 360 页。 

10 鲁迅:《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 3卷,第 136、136 页。 

11 黎锦熙:《“读经问题”解嘲》,《国语周刊》1925 年第 24期。 

12 鲁迅:《这个和那个》,《鲁迅全集》第 3卷,第 148 页。 

13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127 页。 

14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 1卷,第 298 页。 

15 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 3卷,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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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鲁迅:《阿 Q正传》,《鲁迅全集》第 1卷,第 512页。 

17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 7卷,第 116页。 

18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卷,第 167页。 

19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 年创刊号。 

20 陈独秀:《独秀识》,《新青年》1917 年第 3卷第 1号。 

2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 年第 2卷第 5号。 

2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卷,第 525页。 

23 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 3卷,第 326页。 

24 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 4卷,第 98、98 页。 

25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 3卷,第 436 页。 

26 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 6卷,第 21页。 

2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9卷,第 251-257页。 

28 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 4卷,第 542页。 

29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 9卷,第 329 页。 

30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 6卷,第 301 页。 

31 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 7卷,第 404 页。 

32 鲁迅:《辩“文人无行”》,《鲁迅全集》第 8卷,第 394、394 页。 

33 鲁迅:《〈某报剪注〉按语》,《鲁迅全集》第 8卷,第 241 页。 

34 鲁迅:《自序》,《鲁迅全集》第 1卷,第 442页。 

35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 2卷,第 354 页。 

36 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鲁迅全集》第 4卷,第 373 页。 

37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 6卷,第 300 页。 



 

 8 

38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 249页。 

39 鲁迅:《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 12卷,第 526页。 

40 鲁迅:《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第 6卷,第 321页。 

41 鲁迅:《“京派”和“海派”》,《鲁迅全集》第 6卷,第 315 页。 

42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 3卷,第 440 页。 

43 鲁迅:《〈总退却〉序》,《鲁迅全集》第 4卷,第 638 页。 

44 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 4卷,第 444、444页。 

45 郁达夫:《闲书与闲人》,《青年界》1936 年第 10卷第 1期。 

46 仲密:《论“黑幕”》,《新青年》1917年第 2卷第 6号。 

47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卷,第 526页。 

48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1918 年第 5卷第 1号。 

49 鲁迅:《归厚》,《鲁迅全集》第 5卷,第 389页。 

50 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 3卷,第 351页。 

5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9卷,第 74 页。 

5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 9卷,第 323、340 页。 

53 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全集》第 5卷,第 264 页。 

54 鲁迅:《归厚》,《鲁迅全集》第 5卷,第 389页。 

55 李岚:《如何使文化人有工作可做》,《申报月刊》1943 年第 1卷第 3号。 

56 鲁迅:《论讽刺》,《鲁迅全集》第 6卷,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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